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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资源环境格局是人地关系特征的空间缩影，反映了资源禀赋及资源利用强度对不同区域社会经

济发展的约束−驱动作用。基于全国地级市 1960—2017 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分区统计方法和地理探测

器模型，分析以“胡焕庸线”和“秦岭−淮河线”为界的“人字形”格局社会经济与资源利用特征，

并探究资源环境格局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人字形”格局反映了我国独特的人地关系协调发展

规律，是我国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不断适应多样化自然环境和资源禀赋的结果；“人字形”格局的区域

人口分布特征保持长期稳定性，而不同区域的 GDP、资源消耗量在全国占比受资源禀赋、发展政策等

影响存在阶段性波动；长期的资源环境约束塑造了中国三大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差异性，是形成

“人字形”格局的空间异质性因素。未来，我国不同区域自然资源利用与保护应立足于自然资源与生

态环境本底条件，采取针对性的自然资源管理政策与策略，实现经济发展、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互

相协调，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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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自然环境和资源

禀赋条件复杂多样，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社会快

速发展给资源环境保护带来各种严峻的挑战[1−3]。

当前，国内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日益严

峻，部分地区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

态系统退化等多重压力叠加。面向新时代国家的

长期战略发展目标，亟需根据不同区域自然环

境、资源禀赋和发展现状，科学地认识区域资源

环境约束下的人地关系格局，从而制订并实施差 

异化的区域发展策略。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

“美丽中国”愿景，突出生态文明建设并将其融

入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建设等各方面。党的

十九大报告强调“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建

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习近平总

书记在《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

问题》中指出，我国各地情况千差万别，要因地

制宜推进城市空间布局形态多元化；要为自然守

住安全边界和底线，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格

局[4]。如何协调处理好新时代的新型人地关系，

科学合理地谋划国土空间发展新格局，是当前及

未来需要解决的重大现实与科学问题。 

区域发展不均衡是中国面临的重要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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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5]，其中既有东西差异又有南北不同。2014

年 11 月底，李克强总理提出了如何破解胡焕庸

线之问，引发学界对东西、南北区域发展差异及

其成因的广泛讨论[6−7]。东西部区域差异表现为多

个方面，如自然环境条件的异质性、人口和产出

分布的极度不均衡[8−10]、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水

平的差距[11]、能源利用效率差距[12]、供给与消费

的错位[13−14]等。同样地，南北方的发展差距也长

期存在。从产业经济分工来看，北方地区产业体

系偏于能源、钢铁、原材料等基础性重化工业，

南方地区则在轻重工业、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方面

更加全面[15]。同时，北方地区面临着比南方地区

更为严峻的水资源短缺、空气污染等资源环境 

问题[16−17]。 

为了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需要科学认

识中国人地关系的资源环境特征及演变格局，并

依据各区域自然资源利用特征及其经济社会影

响提出相应的优化路径。本文在系统梳理现有的

中国人地关系研究进展基础上，面向新时代自然

资源与生态环境综合管理需要，从资源环境约束

因素和区域差异视角提出一种 “人字形”资源

环境演变格局，试图揭示中国资源环境新格局的

基本特征、稳定性及其形成机理，为各地区加强

自然资源利用与保护、促进区域协调与可持续发

展提供科学参考，服务于“美丽中国”及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战略目标。 

 

二、研究综述 

 

(一) 中国人地关系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人地关系格局是自然地理条件和人文地理

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18−19]，刻画了不同区域的资

源生态承载力和社会经济活动强度差异，资源禀

赋和资源利用模式的变化推动着人地关系格局

演变。现有文献主要探讨了自然环境、人口分布、

产业结构、区域布局、产业政策等驱动因素的作

用。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急剧发展

显著改变了中国经济结构和生态环境状态，人地

关系呈现出东部地区资源环境问题突出，西部地

区环境脆弱但人地矛盾相对缓和的空间格局[2]；

不同区域人地关系紧张度存在明显差异[20−21]，关

键资源供给与人类活动之间的空间错配程度  

较高[22]。 

自然环境是影响人地关系格局的最基础约

束因素，对各地区生态承载力有着直接制约作

用，造就了中国生态环境承载力东强西弱的总体

格局[11,21]。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水资源承载力最高，

而西北地区、黄土高原、华北地区水资源相对短

缺，人均可利用水资源量少[23]。从土地承载力和

粮食供给角度来看，粮食主产区土地承载力较

高，存在粮食盈余；而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由于

气候条件，粮食生产水平较低，表现为人口超载、

粮食短缺[24−25]。整体上看，东部发达地区资源环

境承载水平较高，而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资源环

境承载水平偏低[26]。人口空间分布受自然地理条

件的限制，呈现出东密西疏的基本格局，人口密

集区、稀疏区的分布长期保持稳定[8−10]。 

高密集的社会经济活动对人地关系格局产

生重要影响，表现为人口集聚区的人地关系更加

紧张。从生态承载力供需平衡角度看，我国超过

4/5 的人口集中在生态赤字的国土空间内，而不

足 1/5 的人口分布在约 2/3 的生态平衡空间内[20]。

受人口迁移惯性和发达地区吸引力影响，我国东

部地区人口向大城市集聚，呈现出“马太效应”

式的人口集疏模式[3,9]。同时，许多资源环境问题

逐渐显现，如水、土、能矿资源的过度消耗、环

境污染严重等[27]。有学者研究认为，PM2.5 浓度

与城市面积、城市人口、第二产业比重、人口密

度呈正相关，我国东部和北部地区城市扩张和能

源密集型产业结构导致了 PM2.5 排放量的增  

加[28]。基于时变系数面板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

城市人口规模扩张显著增加了环境污染程度[29]。

此外，区域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也是导致经济活 

动强度和产业结构的环境压力差异性的重要  

因素[30−32]。 

(二) 中国人地关系格局的区域划分 

通过人文或自然地理界线对人地关系地域

系统进行区划，是全面认识人地关系区域差异及

宏观格局的常用方法。立足于人文要素差异，相

关学说有胡焕庸线、博台线、T 字形空间结构等。

胡焕庸先生于 1935 年提出的胡焕庸线，至今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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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刻画中国自然环境条件对人口分布影响的重

大发现。目前，中国人口城镇化和人口迁移并没

有改变胡焕庸线的人口格局特征，胡焕庸线揭示

的人口东密西疏格局在较长时期内不会发生根

本性变化[8]。方创琳基于城镇化格局提出将垂直

于胡焕庸线的博台线(连接新疆博乐市与台湾省

台北市)作为中国区域发展均衡线，发现博台线南

北两侧人口、GDP、城镇化水平长期保持稳定并

趋向于 1:1 的均衡发展格局[33]。陆大道通过分析

中国各地区资源、经济潜力分布等因素，在点-

轴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国土开发的“T”字形空间

发展战略，明确了东部沿海地带和长江沿岸地带

是国土开发和经济布局的战略重点[34]。 

从人地关系中的自然要素差异出发，相关的

自然地理区划根据地形、地貌、温度带、降水等

因素划定(见表 1)。早期的自然地理区划主要关注

中国东西部自然条件差异，1954 年林超、冯绳武

等学者提出的中国综合自然地理区划方案[35]和

罗开富提出的中国自然地理区划方案均在一级

地理区划方案中将中国划分为东、西两部分[36]。

1959 年黄秉维先生在中国综合自然区划(草案)一

级区划中提出了“三大区”(即东部季风区、青藏

高原区、西北干旱区)的划分[37]，这对后来的中国

自然地理和生态地理区划产生了深刻影响[38−39]。

相互借鉴的还有任美锷提出的 8 个自然区、23 个

自然地区、68 个自然省和自然州组成的四级区划

方案[40]；杨勤业、郑度等提出的 11 个温度带、

21 个干湿地区、49 个自然区方案[41]；刘闯、石

瑞香提出的中国四大生态地理区区划方案[39]等。 

随着对中国自然与人文地理条件及其影响 

 

表 1  现有典型的中国国土空间格局区划方案 

区划方案 
提出者 

与提出时间 
地理单元构成 

主要的自然/人文 

地理要素 

胡焕庸线 
胡焕庸 

1935 年 

黑河-腾冲线，将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分为东南-

西北半壁 

人口密度、气候条件、地形地

貌等 

中国综合自然地

理区划“两大区”

林超， 

冯绳武 

1954 年 

东、西两部分区划方案，在次级方案中进一步

分为 4 地方、10 大地区、31 地区、105 亚地区

气候条件、地形地貌、地质条

件等 

中国综合自然区

划“三大区” 

黄秉维 

1959 年 

由 3 大自然区组成，其中 3 大自然区为东部季

风区、青藏高原区、西北干旱区 

气候条件、地形地貌、地质条

件等 

“T”字形格局 
陆大道 

1987 年 

由东部沿海地带和长江沿岸地带轴线构成的

“T”字形格局 

资源与经济潜力分布、城市依

托、交通条件等 

中国主体 

功能区划 

樊杰 

2015 年 
4类空间管制地域功能类型与 4类主体功能区

水资源、土地资源、生态重要

性、生态脆弱性、环境容量、

灾害危险性、经济发展水平、

人口集聚度、交通优势度等 

中国人文地理 

综合区划 

方创琳，刘海

猛，罗奎，等 

2017 年 

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北、西南、

青藏 8 个人文地理大区 

自然环境、经济、人口、文化、

民族、农业、交通、城镇化、

聚落景观、行政区划 

中国四大生 

态地理区 

刘闯、 

石瑞香 

2018 年 

东部季风生态地理区、西北干旱生态地理区、

青藏高原生态地理区、南方热带岛屿生态地

理区 

降水、气温、地形地貌、植被、

地质条件、土壤等 

博台线 
方创琳 

2020 年 

以连接博乐市与台北市的博台线作为区域发

展均衡线，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格局划分为西

南与东北两半壁 

人口、经济、城镇化水平、交

通运输通道、城市群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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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识不断深入，基于自然要素或人文要素对宏

观地理格局进行国土空间区划的研究比较成熟。

近年来，在国土空间优化布局的战略需求引领

下，综合考虑自然和人文等多种要素开展国土空

间区划的研究逐渐增多，但仍处于探索起步阶

段。樊杰提出了由 9 类定量指标及 1 项定性指标

构成的地域功能识别指标体系，编制了中国主体

功能区划方案[42]；方创琳等以自然、经济、人口、

文化等要素为划分依据，构建中国人文地理综合

区划指标体系，划分出 8 个人文地理大区和 66

个人文地理区[43]。 

当前，我国国土空间区划、人文地理综合区

划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对进一步认识人地关系

具有重要意义，但仍存在一定的不足，主要表现

为：(1)已有区划主要关注不同区域的基础自然条

件或社会经济特征差异，而对关键资源利用状况

及其时空演变缺乏全面分析；(2)传统统计分析方

法难以量化评价资源环境格局对不同区域人口

及经济社会发展空间分异的影响程度；(3)现有研

究尚未对我国以“胡焕庸线”为界的资源环境格

局东西差异和以“秦岭-淮河线”为界的资源环境

格局南北差异进行系统分析。为此，本文在前人

研究基础上，提出一种“人字形”资源环境格局，

旨在从资源环境视角刻画中国的宏观人地关系，

系统揭示区域资源利用与自然环境和经济社会

要素的综合互动过程，辨析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

限制条件和影响因素，对现有的人地关系区划研

究进行有益补充与完善。 
 

三、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资源环境格局本质上是人类活动与资源环

境交互作用的空间表现。一方面，资源环境格局

因自然本底条件的限制而存在稳定性；另一方

面，它受到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资源利用方

式的影响而不断发展变化。为此，本文选取了自

然环境与资源禀赋、资源消耗利用、经济社会三

种要素来刻画中国资源环境新格局。数据来源于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区

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各地级

市统计年鉴以及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

据中心(见表 2)。其中，社会经济类要素的时间范

围为 1960—2017 年，统计分析的时间间隔为 10

年；因早期年份数据难以获取，资源消耗利用数

据、自然环境与资源禀赋要素选取 1990—2017

年的数据，统计分析的时间间隔为5年。基于2017 

 

表 2  人地关系要素的选取及数据来源 

要素

类别
要素名称 数据来源 

自然

环境

与

资源

禀赋

海拔高度 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

温度带划分 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

多年平均降雨量 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

铁矿石基础储量 《中国统计年鉴》 

煤炭基础储量 《中国统计年鉴》 

石油基础储量 《中国统计年鉴》 

水资源储量 《中国统计年鉴》 

资源

消耗

利用

总能源消耗量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各地级市统计年鉴 

煤炭消耗量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各地级市统计年鉴 

原油消耗量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各地级市统计年鉴 

电力消耗量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各地级市统计年鉴 

水资源消耗量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各地级市统计年鉴 

耕地面积占市域面

积比重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各地级市统计年鉴 

社会

经济

学校分布密度 
基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数据计算得出 

医院分布密度 
基于《中国统计年鉴》、

各省统计年鉴计算得出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年末总(户籍)人口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地区生产总值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各地级市统计年鉴 

固定资产投资额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各地级市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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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数据，通过地理探测器模型识别了资源环境格

局的约束条件和驱动因素。 

(二) 地理探测器模型 

区域人地关系特征识别及划分需遵循自然

和人文地理因素相结合、综合分析和主导因素相

结合、发生统一性、空间分布连续性、行政区划

完整性等原则[43−44]。本文立足中国东部与西部、

南方与北方之间人地关系的差异性，将人地关系

格局划分为东部北方、东部南方和西部三大区

域，并检验三大区域人地关系的区内一致性和区

间差异性，揭示其动态变化规律和形成机理。地

理探测器是探测空间分异性并揭示其背后约束

条件和驱动因素的一种统计学方法[45]，其核心思

想基于以下假设：如果某个自变量对某个因变量

有重要影响，那么自变量和因变量的空间分布应

有相似性[46]。当前，地理探测器已被运用到区域

规划、公共健康、区域经济、地质、生态、环境

等多领域[47−50]，主要分析各种现象的约束条件、

驱动因素及其影响结果等，是一种成熟可靠的空

间统计方法。 

利用地理探测器的分异和因子探测功能，用

q值度量探测某因素 X在多大程度上解释了属性

Y的空间分异[45]。q值的表达式为： 
 

2

1
2

1

L

h h
h
N

q
N




 


                         (1) 

 
式中，h=1，…，L 为因素 X 的分层(Strata)，即

分类或分区；Nh和N分别为层 h和全区的单元数；
2
h 和2分别是层 h和全区 Y值的方差。q的值域

为[0,1]，值越大说明解释变量 X对被解释变量 Y
空间分异性的解释作用越强，q 为 1 表明因素 X
完全控制了 Y的空间分布。 

q值的一个简单变换满足非中心 F分布[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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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λ为非中心参数， hY 为层 h的均值，根据式

(2)，可以检验 q值是否显著。 

本文采用的胡焕庸线矢量数据为黑河市与

腾冲市政府驻地的连线，秦岭-淮河线数据来自中

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在统计各区

域核心要素占全国比重的过程中，因区域之间的

真实地理边界与行政单元边界不完全重合，需根

据行政区划完整性原则对区域边界进行一定调

整。借助地理信息系统，对于被实际地理边界穿

越的行政单元，根据其政府驻地所属区域确定整

个行政单元所属区域，如表 3 所示。在确定基本

统计单元时，从省级行政区至乡镇级行政区，基

本统计单元的空间尺度越小，数据精度越高，调

整后的区域边界越接近真实地理边界，但数据可

获得性越差。综合考虑数据可靠性、真实性和可

获得性，文中采用的各项统计指标以 348 个地级

市(或直辖市、特别行政区)为基本空间单元。 

 

四、“人字形”资源环境格局的 
基本特征 

 

(一)“人字形”资源环境格局的自然本底和

人口分布特征 

自然条件和人口分布的“人字形”格局共同

塑造了我国资源环境“人字形”格局。以胡焕庸

线和秦岭-淮河线为界，我国地形、气候等自然条

件和以人口为代表的社会经济条件都呈现出“人

字形”空间分布格局(见图 1)。从地形条件看，胡

焕庸线以西，山地高峻，高原、沙漠、戈壁广布，

海拔高，多数地带不利于人类定居和社会经济活

动；胡焕庸线以东地区又表现出以秦岭-淮河线为

界的南北区域差异，其中，东部北方以华北平原、

东北平原等平原地形为主，东部南方则以山地丘

陵、盆地为主。从降水和温度条件看，胡焕庸线

与 400 mm 年等降水量线相吻合，是中国半干旱

地区与半湿润地区的过渡带，胡焕庸线以西的大

部分地区年降水量在 400 mm 以下，为低温高寒

地区；秦岭-淮河线与 800 mm 年等降雨量线和 1

月份 0 ℃等温线基本重合，以秦岭-淮河线为界

的东部北方和东部南方存在明显的水热条件差

异。从人口分布特征看，我国人口密集地区、重

要城市群均分布在胡焕庸线以东；秦岭-淮河线以

北，人口密集区广布于华北平原；秦岭-淮河线以

南，人口主要集聚于长三角、珠三角、闽东南城

市群、成渝城市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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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行政单元在“人字形”格局中所属的地理区域 

行政单元

所属地理

区域 

行政单元名称 

西部 

地区 

呼和浩特市、包头市、乌海市、鄂尔多斯市、呼伦贝尔市、巴彦淖尔市、乌兰察布市、锡林郭勒盟、

阿拉善盟、大兴安岭地区、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迪庆藏族自

治州、拉萨市、昌都市、山南市、日喀则市、那曲市、阿里地区、林芝市、榆林市、兰州市、嘉峪关

市、金昌市、白银市、天水市、武威市、张掖市、平凉市、酒泉市、定西市、临夏回族自治州、甘南

藏族自治州、西宁市、海东市、海北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

州、玉树藏族自治州、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银川市、石嘴山市、吴忠市、固原市、中卫市、乌鲁

木齐市、克拉玛依市、吐鲁番市、哈密市、昌吉回族自治州、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巴音郭楞蒙古自

治州、阿克苏地区、喀什地区、和田地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克孜勒苏柯

尔克孜自治州(61 个) 

东部 

北方 

北京市、天津市、石家庄市、唐山市、秦皇岛市、邯郸市、邢台市、保定市、张家口市、承德市、沧

州市、廊坊市、衡水市、太原市、大同市、阳泉市、长治市、晋城市、朔州市、晋中市、运城市、忻

州市、临汾市、吕梁市、赤峰市、通辽市、兴安盟、沈阳市、大连市、鞍山市、抚顺市、本溪市、丹

东市、锦州市、营口市、阜新市、辽阳市、盘锦市、铁岭市、朝阳市、葫芦岛市、长春市、吉林市、

四平市、辽源市、通化市、白山市、松原市、白城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哈尔滨市、齐齐哈尔市、

鸡西市、鹤岗市、双鸭山市、大庆市、伊春市、佳木斯市、七台河市、牡丹江市、黑河市、绥化市、

徐州市、连云港市、淮安市、盐城市、宿迁市、淮北市、阜阳市、宿州市、亳州市、济南市、青岛市、

淄博市、枣庄市、东营市、烟台市、潍坊市、济宁市、泰安市、威海市、日照市、莱芜市、临沂市、

德州市、聊城市、滨州市、菏泽市、郑州市、开封市、洛阳市、平顶山市、安阳市、鹤壁市、新乡市、

焦作市、濮阳市、许昌市、漯河市、三门峡市、南阳市、商丘市、周口市、驻马店市、西安市、铜川

市、宝鸡市、咸阳市、渭南市、延安市、商洛市、庆阳市、陇南市(113 个) 

东部 

南方 

上海市、南京市、无锡市、常州市、苏州市、南通市、扬州市、镇江市、泰州市、杭州市、宁波市、

温州市、嘉兴市、湖州市、绍兴市、金华市、衢州市、舟山市、台州市、丽水市、合肥市、芜湖市、

蚌埠市、淮南市、马鞍山市、铜陵市、安庆市、黄山市、滁州市、六安市、池州市、宣城市、福州市、

厦门市、莆田市、三明市、泉州市、漳州市、南平市、龙岩市、宁德市、南昌市、景德镇市、萍乡市、

九江市、新余市、鹰潭市、赣州市、吉安市、宜春市、抚州市、上饶市、巢湖市、信阳市、武汉市、

黄石市、十堰市、宜昌市、襄阳市、鄂州市、荆门市、孝感市、荆州市、黄冈市、咸宁市、恩施土家

族苗族自治州、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衡阳市、邵阳市、岳阳市、常德市、张家界市、益阳市、

郴州市、永州市、怀化市、娄底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广州市、韶关市、深圳市、珠海市、汕

头市、佛山市、江门市、湛江市、茂名市、肇庆市、惠州市、梅州市、汕尾市、河源市、阳江市、清

远市、东莞市、中山市、潮州市、揭阳市、云浮市、南宁市、柳州市、桂林市、梧州市、北海市、防

城港市、钦州市、贵港市、玉林市、百色市、贺州市、河池市、来宾市、崇左市、海口市、三亚市、

重庆市、成都市、自贡市、攀枝花市、泸州市、德阳市、绵阳市、广元市、遂宁市、内江市、乐山市、

南充市、眉山市、宜宾市、广安市、达州市、雅安市、巴中市、资阳市、凉山彝族自治州、贵阳市、

六盘水市、遵义市、安顺市、铜仁市、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毕节市、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昆明市、曲靖市、玉溪市、保山市、昭通市、丽江市、普洱市、临沧市、楚

雄彝族自治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大理白族自治

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汉中市、安康市、随州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台中市、台南市、

高雄市、基隆市、新竹市、嘉义市、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174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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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人字形”格局的自然本底和人口分布特征 

注:本图基于国家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标准地图 (审图号：GS(2020)4619 号)绘制，底图无修改。 

 

(二) 时空演变特征 

在综合自然条件和资源环境承载力等因素

影响下，“人字形”格局三大区域的人口分布特

征长期保持稳定(见图 2)。西部地区人口占全国比

重保持缓慢增长趋势，从 1960 年的 4.7%上升至

2017 年的 6.2%；东部北方和东部南方人口占全

国比重分别在 40%和 54%上下波动。在东部北方

和东部南方，大城市和城市群的人口极化效应不

断增强，区域内部人口集中化趋势明显，人口向

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等少数地区集聚，而东

北三省则出现人口负增长现象[9−10]。 

三大区域的经济贡献总体较为稳定，但时有

波动变化(见图 3)。西部地区 GDP 占全国比重在

5%上下波动，东部北方和东部南方地区的 GDP

占比则随着不同时期国家政策、生产要素、资源

组合、对外开放程度等变化呈现出“此消彼长”

趋势。1979 年，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在深圳、珠

海、厦门、汕头试办经济特区，东部南方的福建

省和广东省成为全国最早对外开放省份。受益于

较早对外开放和靠近港、澳，便于与国际接轨，

1980—2000年东部南方地区GDP占比上升了 2.2

个百分点，而东部北方地区 GDP 占比下降了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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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960—2017 年中国三大区域人口占比 

 

 

图 3  1960—2017 年中国三大区域 GDP 占比 

 

个百分点。2000—2010 年，在东北振兴等发展战

略引领下，东部北方 GDP 占比回升，上涨了 0.9

个百分点，同时东部南方 GDP 占比下降 1.2 个百

分点。2010 年后，东部北方经济增长过于依赖要

素、投资驱动的弊端显现，产业结构调整压力加

大，经济增速放缓。2010—2017 年东部北方 GDP

占比下降了 3 个百分点，同期东部南方 GDP 占

比又上升了 4.6 个百分点。 

三大区域的其他社会经济发展指标如固定

资产投资额、地方财政收入占比等变化情况基本

与 GDP 占比变化趋势相同(见图 4、图 5)。1980

—2000 年，东部南方地区享受先行改革和对外开

放红利，固定资产投资占比和地方财政收入占比

分别上升 7.5 个百分点和 4 个百分点，同期，东

部北方固定资产投资额占比和地方财政收入占

比分别下降 4.9 个百分点和 5.9 个百分点。2008 

 

 

图 4  1960—2017 年中国三大区域固定资产投资占比 

 

 

图 5  1960—2017 年中国三大区域地方财政收入占比 

 

年金融危机后，国家出台了多轮投资政策，更多

支持国家层面基础设施、资本投入型产业体系再

造和房地产开发等，东部北方的固定资产投资额

占比一度回升，2010 年东部北方固定资产投资额

相较于 2005 年上升了 4.3 个百分点，然而，投资

份额增加并未带来 GDP 份额的增加，2005—2010

年东部北方 GDP 占比反而下降了 0.6 个百分点。

2010—2017 年，东部北方固定资产投资额占比、

地方财政收入占比分别大幅下降 7.1 和 5.8 个百

分点，同期东部南方固定资产投资额占比、地方

财政收入占比分别上升 7.2 和 6.9 个百分点。长

期看，“人字形”格局的三大区域社会经济份额

保持稳定，近期东部北方经济份额的下降只是反

映了区域发展的短期结构性危机。 

(三) 关键资源利用特征 

通过对三大区域水资源、耕地资源、能矿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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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利用格局分析，可以发现在空间上各类资源

利用均呈现出东多西少态势。南北方之间因资源

禀赋、经济发展状况等差异，各类资源利用状况

并不相同，如耕地资源更多地集中于北方地区，

北方的煤炭和原油消耗也较为密集，总能源消耗

量的分布在南北方之间则相对均衡。在时间变化

趋势上，水资源消耗量、耕地资源消耗量受自然

条件制约，各区域水土资源消耗比重长期保持稳

定(表 4)，而各区域能矿资源消耗比重随着不同时

期发展政策、经济形势等变化，呈现出上下波动

态势(见图 6)。 

三大区域水资源消耗量在全国占比自 2000

年以来基本保持不变。东部北方地区是水资源最

短缺的区域，水资源消耗量占全国比重保持在

31%左右，而东部北方人口占全国比重约为 40%，

人口分布与水资源消耗之间存在错配。西部地区

干旱少雨，水资源供应主要来源于高山冰雪融水

和地下水，水资源总量少。2000 年以来，西部地 

表 4  1990—2017 年三大区域水资源消耗量、耕地面

积占全国比重 

年份

水资源消耗量占比/%  耕地面积占比/% 

西部

地区

东部

北方

东部 

南方 
 

西部 

地区 

东部

北方

东部

南方

1990 − − −  12.3 52.2 35.4

1995 − − −  12.5 53.9 33.6

2000 16.8 32.1 51.2  13.3 53.8 32.9

2005 15.8 29.8 54.4  13.1 53.6 33.3

2010 14.5 31.3 54.3  13.2 54.4 32.4

2017 14.5 31.5 54.0  13.2 53.9 32.9

 

区水资源消耗量占全国比重稳定在 15%左右。东

部南方水资源在“人字形”格局三大区域中最为

丰沛，2000 年以来水资源消耗量占全国比重稳定

在 54%左右。 

受我国地形、土壤、温度、降水等自然因素

和耕地保护政策的影响，三大区域的耕地面积占 

 

 

图 6  三大区域各类能源消耗量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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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比重非常稳定。东部北方平原广布，耕地面

积占比最高，稳定在 54%上下，华北平原、东北

平原的广阔耕地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产区；东部南

方地处亚热带，水热条件适宜作物种植，但以低

山丘陵为主的地形使得东部南方耕地更加细碎

化，耕地总面积低于东部北方，占全国耕地面积

的比重稳定在 33%左右；西部地区的耕地主要分

布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源相对丰富的伊犁、喀

什、昌吉、塔城等地，总耕地面积占全国比重约

为 13%。三大区域的各类能源消耗量占比受经济

发展、产业结构、资源禀赋等多因素的影响，波

动较大。电力消费量占比呈现出西部地区和东部

南方占比波动上升，东部北方地区占比波动下降

趋势。1990—2018 年西部地区、东部南方电力消

费占比分别上涨 3.7 和 4.3 个百分点，东部北方

电力消费占比下降 8 个百分点。煤炭和原油消耗

量与总能源消耗量占比的变化趋势相同，西部地

区占比保持稳定，1990—2015 年东部北方占比下

降、东部南方占比上升，2015—2018 年东部北方

占比回升、东部南方占比下降。值得注意的是，

2015 年以来东部北方在 GDP 占比下降背景下，

其总能源消耗量、煤炭消耗量、原油消耗量的占

比均增加了 10 个百分点以上，说明东部北方仍

有许多高耗能、低效益的落后产业，能源利用低

效化问题亟待解决。 

 

五、 “人字形”资源环境格局的 
约束−驱动因素分析 

 

(一) 资源环境新格局对人口分布的影响 

在全国层面上，自然资源、自然环境及社会

经济条件等多种影响因素对人口空间分布均有

显著影响。自然环境类因素中，海拔、温度带、

降水的影响力均较大。资源禀赋类因素中，能矿

资源的影响力弱于耕地资源和水资源。耕地面积

占市域面积比重既反映地区粮食供给能力，又反

映其水、热、土质等综合自然条件，耕地占比高

的地区往往气候适宜、山地较少，集聚了大量人

口，人类定居历史悠久。相较于能矿资源，水资

源跨区域调配运输较为困难，水资源储量成为人

口空间分布的主要驱动因素，也表现了“依水筑

城”的历史过程。社会经济类因素中，学校密度

和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影响较大，其中学校密度反

映了地区公共服务供应状况，固定资产投资额反

映了政府发展政策导向和地区经济效益。第三产

业产值占比因素的 q值仅为 0.06，说明产业结构

对人口分布的影响较小(见表 5)。 

横向对比三大区域各种影响因素 q值，可以

发现其对不同区域人口分布的影响存在较大差

异。在东部北方，温度带分区因素 q值较高(q值
为 0.48)，原因在于东部北方横跨了中温带和南温

带，位于中温带的东北平原人口密度显著低于位

于南温带的华北平原。降雨量、水资源储量因素

q 值在东部北方较高，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是东

部北方人口分布的重要限制条件。 

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额对人口分布的影

响远低于东部北方和东部南方，反映出西部地区

固定资产投资促进人口集聚的作用相对较弱。自

1999 年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中央和地方政

府出台了税收优惠、财政转移支付、基础设施投

入、信贷优惠与环境保护等诸多优惠政策[15]，但

既有政策激励过度偏重固定资产投资和能源与

资源开发，忽视了体制改革和软环境建设，导致

人才流失问题突出[16]，人口增长格局过于分散，

难以向少数优势城镇集聚[9−10]。 

东部南方地区铁矿石、煤炭和石油等丰富资

源禀赋因素对人口分布的影响极低(q 值分别为

0.01、0.01、0.02)，而其学校密度、三产占比对

人口分布的驱动作用在三大区域中最大，导致东

部南方的人口集聚更加依赖于地区公共服务条

件的改善和产业结构向第三产业转型。 

(二 ) 资源环境新格局对地区经济增长的  

影响 

相对于人口空间分布，自然条件、资源禀赋

类因素对地区经济增长格局的影响较弱，而社会

经济类因素对地区经济增长格局的影响更强(见

表 6)。随着技术进步，部分经济活动如高速公路

和高铁建设、大数据及云计算运营、互联网商务

逐渐突破了海拔、温度带、降水等自然条件的限

制，交通网络的完善也使得地区产业发展不必完

全依赖本地能矿资源。 

通过横向对比三大区域的 q值，可以发现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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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人口分布影响因素的因子探测结果 

 
全国 西部地区 东部北方  东部南方 

q值 p值 q值 p值 q值 p值  q值 p值 

海拔高度 0.37 0.00 0.12 0.00 0.15 0.00  0.15 0.00 

温度带分区 0.33 0.00 0.07 0.00 0.48 0.00  0.07 0.00 

多年平均降雨量 0.32 0.00 0.05 0.00 0.20 0.00  0.04 0.00 

铁矿石基础储量 0.11 0.00 0.00 0.28 0.19 0.00  0.01 0.02 

煤炭基础储量 0.03 0.00 0.10 0.00 0.03 0.00  0.01 0.01 

石油基础储量 0.10 0.00 0.16 0.00 0.25 0.00  0.02 0.00 

耕地面积占比 0.35 0.00 0.16 0.00 0.42 0.00  0.21 0.00 

水资源储量 0.33 0.00 0.04 0.00 0.13 0.00  0.07 0.00 

学校密度 0.21 0.00 0.00 0.23 0.12 0.00  0.38 0.00 

医院密度 0.08 0.00 0.00 0.23 0.10 0.00  0.05 0.00 

第三产业产值占比 0.06 0.00 0.05 0.00 0.06 0.03  0.17 0.00 

固定资产投资额 0.71 0.00 0.42 0.00 0.72 0.00  0.64 0.00 

注：q值的值域为[0,1]，值越大说明解释变量 X对被解释变量 Y空间分异性的解释力越强，q值为 1 表明因素 X完全控制了 Y的空

间分异，q值为 0 时因素 X对被解释变量 Y完全没有影响； p值表征了 q统计量的显著性，p<0.05，说明 q值统计显著性水平达到

5%，p<0.01，说明 q值统计显著性水平达到 1%，下表同。 

 

表 6  GDP 分布影响因素的因子探测结果 

 
全国 西部地区 东部北方  东部南方 

q值 p值 q值 p值 q值 p值  q值 p值 

海拔高度 0.11 0.00 0.06 0.00 0.07 0.00  0.05 0.00 

温度带分区 0.10 0.00 0.09 0.00 0.20 0.00  0.04 0.00 

多年平均降雨量 0.09 0.00 0.05 0.00 0.10 0.00  0.02 0.01 

铁矿石基础储量 0.05 0.00 0.00 0.06 0.36 0.00  0.00 0.38 

煤炭基础储量 0.00 0.41 0.07 0.00 0.02 0.02  0.01 0.05 

石油基础储量 0.05 0.00 0.03 0.00 0.32 0.00  0.00 0.41 

耕地面积占比 0.08 0.00 0.18 0.00 0.11 0.00  0.06 0.00 

水资源储量 0.10 0.00 0.03 0.00 0.04 0.00  0.03 0.00 

学校密度 0.45 0.00 0.00 0.43 0.14 0.00  0.53 0.00 

医院密度 0.11 0.00 0.00 0.43 0.49 0.00  0.07 0.00 

第三产业产值占比 0.06 0.00 0.06 0.00 0.37 0.00  0.23 0.00 

固定资产投资额 0.84 0.00 0.78 0.00 0.75 0.00  0.85 0.00 

 

部北方地区资源禀赋类因素的影响效应远高于

全国水平以及西部和东部南方地区水平，单位面

积铁矿石和石油的地均基础储量 q值高达 0.36和

0.32。自计划经济时期以来，东部北方形成了重

化工业主导的产业结构，钢铁、金属采选加工、

石油炼制等产业至今仍是很多城市的主导产业，

能矿资源禀赋对东部北方经济的增长驱动作用

仍较强。三产占比、医院密度、固定资产投资额

因素的 q值较高，反映出产业结构转型有利于东

部北方地区城市经济发展，公共服务完善、第三

产业发达、投资环境良好的城市拥有较高的经济

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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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南方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是

社会经济条件，而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因素的约

束力较小。其学校密度的 q值为 0.53，在全国三

大区域中最高，且三产占比因素的影响效应也较

强(q值为 0.37)，这说明教育基础设施完善和第三

产业发展对于提高东部南方城市经济密度具有

很强的促进作用。 

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相对东部存

在较大差异，资源禀赋类因素的影响相对较强，

经济活动的资源依赖性特征明显。其耕地因素 q
值为 0.18，高于东部北方和东部南方地区；煤炭

和石油储量因素的 q值高于全国水平。西部大开

发战略实施后，西部地区产业发展水平有了明显

提高，形成以能源化工、矿产资源开发及加工、

特色农产品为主的产业体系，但产业结构调整仍

然以重化工业为主导，资源依赖性强[30]。 

 

六、主要结论与建议 

 

(一) 主要结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刻画资源环境特征的“人字

形”空间新格局，试图从人地关系视角揭示中国

三大区域内的资源利用、自然环境、社会经济要

素之间的互动过程及其影响因素，是对地理空间

区划的一项新尝试。研究发现： 

(1)“人字形”资源环境格局中三大区域的人

口比重、水资源消耗量和耕地面积的占比长期保

持稳定，而 GDP、固定资产投资、地方财政收入、

能源消耗量等在各区域的比重受到产业结构、资

源禀赋、发展政策、区域布局等因素的影响在不

同时期出现波动；2010 年来东部北方地区的 GDP

和固定资产投资占比均出现下降，但其能源消耗

的比重有所上升，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东部北方

地区现有经济发展方式存在效益不足和能源浪

费的问题。 

(2)“人字形”资源环境格局的人口空间分布

呈现东密西疏特征，这是由自然环境条件强约束

所决定的，且在未来仍将难以改变。东部北方地

区人口空间分布受水资源丰裕程度的显著影响，

水资源供需矛盾是该地区的重要限制因素；东部

南方地区的人口空间分布主要受三产结构和学

校密度等因素的影响；而固定资产投资对西部地

区人口集聚的促进作用远比东部北方和东部南

方等地区更弱。 

(3)在“人字形”资源环境格局中，区域自然

环境条件对经济活动空间分布(表现为单位面积

GDP)的约束较小。能矿资源禀赋和区位及投资等

条件对经济活动分布有明显影响。社会经济条件

中的医院和学校密度以及三产比重在东部北方

和东部南方等地区都具有很强的影响作用，基础

设施条件和产业结构转型政策有助于推动上述

地区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西部地区资源禀赋条

件对其经济活动分布的影响较为明显，具有显著

的资源依赖特征。 

(二) 建议 

在“美丽中国”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家需求

引领下，自然资源利用与保护将进一步塑造我国

的资源环境新格局[52]。“人字形”资源环境格局

清晰地刻画了宏观区域自然环境、资源禀赋、社

会经济条件等因素的交互关联过程，也能更全面

识别区域发展的东西、南北之间的差异，为缩小

区域不平衡发展提供新视角。长期看，西部、东

部南方和东部北方等地区之间各种约束条件和

驱动因素基本保持不变，但东部北方与东部南方

地区的 GDP 和资源消耗量等比重在短期出现波

动，反映了南北地区之间不均衡有扩大化趋势。

近 10 年来，东部北方地区与东部南方地区的经

济活力和资源利用效率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为此，建议我国“十四五”时期及未来的自然资

源利用与保护应该立足于区域自然资源与生态

环境本底条件，遵循各区域的水土、能矿等自然

资源禀赋和光、温、热等自然条件分布规律，采

取差别化的自然资源管理政策与策略，优化区域

生产、生活、生态等空间布局，缩小三大区域之

间的发展差距。基于“人字形”资源环境格局及

其区域异质性特征，制订不同的自然资源利用与

保护策略。例如，西部地区侧重新能源利用和生

态环境保护，提高关键资源利用效率[53]；东部北

方地区优化能源及原材料产业，保护黑土地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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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稳定粮食生产；东部南方地区则重点促进大宗

战略性有色金属、“三稀”矿产资源、特色农业

资源等的合理利用，推进典型自然生态环境修复

工作。未来还可以基于新时代自然资源综合管理

需要适时开展国土空间区划研究与调整，提出更

详细的次级区划方案，明确各次级区域在生态保

护修复、自然资源利用和国土空间规划上的重大

问题与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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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ource-environment pattern is the spatial epitome of human-land relationship, which reflects 

the effect of resource endowment and resource utilization intensity on social-economic development in 

different regions.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prefecture level cities in China from 1960 to 2017,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socio-economic and resource-utiliz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erringbone” pattern bounded by 

“Hu Huanyong line” and “Qinling Huaihe line”, and explor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new 

resource-environment pattern. The results show that: “Herringbone” pattern reflects the unique law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human-land relationship in China, which is the result of China’s regional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onstantly adapting to diversified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 endowment; 

In “herringbone” pattern, the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region remain stable for a long 

time, and the proportion of GDP, resource consumption and other factors in each region fluctuate 

periodically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resource endowment and development policies; the long-term constraints 

of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 shaped the East-West and North-South differentiation pattern of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forming the spatial heterogeneity characteristics of “herringbone” pattern. In the 

future, by adopting targeted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policies and strategies, the utilization and 

protec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in different regions of China should be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conditions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coordin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resource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to promote sustainable region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human-land relationship; resource-environment constrain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gional 

coordination; “Herringbone”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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